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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

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

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

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

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

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

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

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

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 3个收入

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

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 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

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 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

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

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

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

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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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逐渐超越基本的物质层次而进阶至精神层次。中
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强调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保障，推进城市安
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判定的结果，往往存在群体
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刻画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状
态，进而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城市的安全建设状况，从而在城市规划、社会治理等角度采
取更加人本化的改进措施。

安全感作为心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1]，在后续研究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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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界定为“没有焦虑情绪”“自我接纳”以及“确定感和可控感”[1-2]。20世纪 60年代，
安全感以犯罪恐惧感（Fear of Crime）的形式，作为社会问题而引起关注[3]，在随后的众
多研究中，这一概念出现其他多种表述，如安全感知（Perceptions of Safety）、风险感知
（Risk Perception）、社会安全感（Social Safety）等[4-6]，但内涵基本与犯罪恐惧感相关。
刘晓霞等认为学界对犯罪恐惧感与安全感的交替使用，是由于两者情绪内涵（一般性不
安、焦虑、恐惧）相似，并且对外均突出表现为个体对犯罪、群体失序等反社会行为的
感受。此外，使用犯罪恐惧感的内涵反映安全感程度，也可更加有针对性地反映个体对
外界环境的适应程度，从而达到研究的真正目的[7]。基于此，可将犯罪相关的安全感视为
安全感的狭义定义。本文采用该狭义定义，并以“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担忧程度”作为内
涵在后续调查中对人群安全感知状况进行刻画。

以往关于安全感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在社区层面展开，即是在一种人们长期驻留
并注入地方意义的环境中讨论感知的形成，关注的是对社区内部安全感受的整体评价。
而人们日常面对的还有居住区以外的公共空间。在展开城市层面的安全营造工作时，除
了把握整体水平，也需要关注不同地点的安全感差异。部分研究采用安全感地图的方式
采集个体对社区公共场所、城市商业中心等较小范围公共空间的安全感意象，针对居
民、儿童、城市白领、警官等群体，通过圈画、打点的方式收集到较为精细和个性化的
信息[8-11]，但这些研究涉及的空间范围和样本量均较小，对结果的呈现多停留在可视化的
阶段，难以结合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此外，安全感作为环境感知的一个维度，其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以往的大
量研究证明了特定的环境要素会对安全感产生影响，如一些研究在街道眼、环境失序、
可防御空间、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城市规划与犯罪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街道上过
多的陌生人[12-13]，涂鸦、废弃空地、不整洁的景观等失序要素[8, 14-15]可能引起人的犯罪恐惧
感，而街道灯光[16-17]、较好的房屋维护质量[5]等则有利于增加人的安全感。而与此同时，
个体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会影响他们对特定环境要素的感受，从
而影响着感知的形成[18]。符号交互主义理论就提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符
号化”意义的赋予，这一过程通常通过人和环境的社会交互实现，并最终达成一种对环
境要素的符号化共识[19]，揭示了环境要素形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同时又有一
定的群体性。这意味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可能形成差异化的环境感知意象。以往
关于安全感群体差异的研究指出，在身体和心理上不占优势的弱势群体（如女性、老年
人、低收入者等）认为自己在控制和承担风险上有更大的脆弱性，因而对犯罪有更高的
恐惧感[20-23]，但较少有研究从环境影响因素的角度阐释这种感知的差异性。对于不同收入
群体而言，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可能导向了不同的时空可达范围、空间熟悉度、环境偏
好等，不同的城市功能场所、环境视觉效果可能产生不同的安全意象，环境中暗示着社
会秩序的线索在不同群体间也可能产生差异化的解读。单一地从整群角度解读环境要素
的作用，可能会忽略掉要素真正作用的机制，得出矛盾的结果。

综上所述，已有关于安全感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以社区为对象，针对公共空间安全
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也相对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基于
此，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试图探讨不同收入群体在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空间分布以及环境
影响方面的差异。对于前者，本文采用了安全感地图的调查方式采集了不同群体对广州
市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感知，以形成广州市不同收入群体的中心城区安全意
象地图，此间参考流行病学中对发病率进行直接标准化的方法[24]校正了活动空间对安全
感知空间的影响。对于后者，则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

1468



6期 廖伊彤 等：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安全感地图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环境失序3个维度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3个维度的要素对不同群体城市安全感的影
响有何差异。本文希望为城市公共空间安全感的环境影响因素探讨提供思路，并由此发
掘不同收入群体在安全层面的城市感知空间差异以及讨论这种差异背后的环境影响机
理，进而从更加人本的角度为城市安全环境的营造提供建议。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地。根据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市治安类案件

数量（137220件）比 2009年（230509件）下降了 40.5%[25-26]，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
则从2009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86%[27]。面对较好的全市整体层面的治安水平和群众
安全感，进一步的工作更需要关注内部空间格局及群体间的差异性，以达到有效精准的
治理效果。本次研究受访者来自广州市全市范围，但在安全感地图的采集上，本文将城
市广义理解为公共场所，因此将感知地图范围缩小至公共性较强的中心城区，即广州市
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的区域，总面积约322 km2。该区域集中了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及城市
活动，对多数人而言是强烈的空间感知对象，可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受访者数据来源于2016年在广州执行的《广州社区环境与居民安全感知项目问卷调
查》。本次调查在调研社区的选择上，首先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取户口、
年龄、学历、职业、住房面积、房屋年份、月租、房屋性质、住房情况、家庭及婚姻情
况几方面的指标，通过主因子分析在社区尺度分别聚类生成 9个大类。根据聚类结果，
按照每种类型的常住人口占比分配每种类型社区的问卷数量。再选择主因子特征较为突
出的社区，结合实地调研等方式选定最后的调研社区。同时，在符合社会区集聚和分异
的基础上，还考虑了所选择社区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由此来保证所获样本的代表性。

问卷受访者皆为18岁以上并居住在广州本地的非学生居民，调查内容涵盖居民的性
别、年龄、个人收入、居住地地址、工作地地址、安全感知地图等。最终受访者来自全
市90个社区（图1），剔除重要个体属性缺失，以及感知地图部分缺失的答卷后，总共筛
选出1149份有效答卷（其中选择了被偷风险网格的为1142份，选择了被抢风险网格的为
1134份）。针对这些样本进行人口结构统计，并与广州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表1），结果显示样本结构基本合理，65岁以上老年人、初中及以
下学历群体占比相对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定
义，本文以个人收入为划分依据，将受访者中月收入 2000元以下的人群划分为低收入
者，月收入2000~5000元的人群划分为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则划分为高收入
者[28]。经过筛选的受访者中，3个群体的人数分别为140人、725人及284人，分别占总体
的12.2%、63.1%以及24.7%。
2.2 研究数据
2.2.1 安全感地图的采集与个体属性的校正 安全感地图的采集是问卷的一部分。对城市
空间的安全感知可以表征为在某一地点对受害的担忧[29]，由于公共场合的偷窃事件是与
市民生活较为相关、且较常发生的犯罪类型[30]，而街头抢劫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较
为恶性的犯罪事件[31]，对这两类犯罪的受害风险感知进行调查，可较好地获知城市居民
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受，因此分别对受访者在城市中最担心被偷和最担心被抢的地点
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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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地图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开始被运用，主要应用于行为地理学研究[32]。其中以

Kevin Lynch提出的城市意象为代表的感知地图主要以点—线—面的绘图形式，调查受访

者主观认知中的空间关系[33-34]，另一类提供区域底图的感知地图调查方式则要求受访者以

标记、圈画等方式勾勒出地图中带有某种经验属性的空间区域[11, 35]。前者虽然能更大程

度地反映出人的主观意识与逻辑，但缺乏制图上的精确性，因此本文采用带有底图的后

者作为调查方法，同时考虑到结果的可比性，以及便于进一步叠加环境要素进行定量化

分析，对图面进行了网格划分。

图1 被调查者所在社区及安全感地图调查范围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ed communities and mapping area of safety perception

表1 样本结构与广州人口结构对比
Tab. 1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samples and Guangzhou City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户口类型

男性

女性

19~30

31~55

56~65

≥ 66

初中及以下

高中

本科及以上

本市

外地

问卷数据

人数(人)

661

488

442

596

72

5

350

397

402

584

565

占比(%)

57.53

42.47

39.64

53.45

6.46

0.45

30.46

34.55

34.99

50.83

49.17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占比(%)

52.29

47.71

(20~29)

(30~54)

(55~64)

(≥ 65)

53.03

21.21

25.76

54.19

45.81

32.71

49.90

9.25

8.14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占比(%)

52.84

47.16

31.16

50.37

9.99

8.48

47.63

23.40

28.96

46.83

53.17

注：由于抽样样本不含增城区和从化区，因此普查数据也采用减去了这两个区后的人数进行对比；由于两次普查在年

龄段划分上有差异，因此采用相近的年龄段人数进行对比，并在表格中特别标注出实际年龄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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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调查图面采用百度地图作为底图，对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地区构建1 km×1 km
的网格（共计 322个）。这里网格大小选择依据在于，国内城市路网主干道间距一般为
700~1200 m，因而选择边长1 km的网格能够较好地覆盖完整的街道范围。在做问卷的过
程中请受访者在地图上以圆圈圈画出“最担心被偷”以及“最担心被抢”的区域。在录
入时将圆圈覆盖范围占网格面积一半及以上（或很接近于一半）的对应网格编号进行登
记。考虑到部分地图标识有误，在数据登记时采取人工方式进行再次校核。由此，每个
个体形成一张被偷风险感知地图和一张被抢风险感知地图。将不同收入组别、不同风险
类型的地图分别叠加，对每个网格选择的人数除以该组别的总人数得到的选择率进行可
视化，最终得到6张广州市中心城区、不同收入群体、两种风险类型的安全感地图。

个体的感知空间往往大于活动空间，但又会受到活动空间的影响，如研究发现，居
住社区这种对个体有特殊意义的活动空间可能会间接对个体在学校或市中心的安全感知
形成影响[36-37]，因此有必要将个体活动空间对选择某一网格的影响进行控制后，再讨论环
境因素的作用。本文借鉴了流行病学中对发病率进行直接标准化的方法[24]，对选择率进
行了校正。率的标准化是为了解决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总体时，总体内部结构有所差异
而无法进行比较的问题。在本文中，由于不同网格之间在此活动的人群比例不同，要进
一步研究不同选择率的网格背后的环境影响因素，就需要借助一个“标准人口结构”对
这一比例进行调整。本文选择的“标准人口”为某一风险类型的总体选择人次。

对于被偷风险感知地图，共有1142人参与选择，对应322个网格，形成367724人次
的选择，其中选择的网格和活动地重合的为6863人次，不重合的为360861人次（表2），
这一比例将作为被偷风险感知 3张地图校正的“统一标准”。活动地的界定参考已有研
究[38]，为个体居住地和工作地间依附路网最短路径的1 km缓冲区，如果缓冲区与网格之
间有 50%以上的覆盖度，则视为在此活动（即选择的网格和活动地重合）。在示例（表
2） 中，低收入群体被偷风险感知地图的第 225 号网格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为 22367/
367724 = 60.825‰，低于原始的实际选择率79.710‰。225号网格在地图上位于北京路附
近，附近有较多样本社区的集聚（图1），因此个体在周边活动可能是选择这一网格的部
分原因，经过校正的选择率低于原始值，可以认为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较好地控制了活
动地这一影响。

2.2.2 环境属性数据 在以往研究已采用的理论和环境要素的基础上，本文从建成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环境失序3个维度考察影响城市安全感的环境因素。

（1）建成环境。Cervero等于1997年提出从密度、多样性、设计3个角度对建成环境
进行概念化，用于探究建成环境对交通出行的影响[39]，后来这3个角度在环境与交通、环
境与活动、环境与犯罪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检验与应用[40-45]。本文据此结合安全感相
关研究和案例地情况构建建成环境相关指标。

环境密度主要涉及不同功能设施密度的分布。已有研究发现，特定功能设施会影响
人们的安全感知，如商场或零售店的土地利用占比会影响居民对犯罪风险的感知[46]，社

表2 安全感地图选择率直接标准化示例
Tab. 2 Example of direct standardization of selection rate of safety perception map

在此活动

不在此活动

总计

标准总人次

a1 = 6863

a2 = 360861

367724

示例网格：225号

总人数(人)

15

123

138

实际选择数(人)

4

7

11

实际选择率(‰)

b1 = 266.667

b2 = 56.911

79.710

期望选择数(人次)

1830 = a1×b1

20537 = a2×b2

22367 = a1×b1+a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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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的公园、操场等设施也会一定程度地增加个体对社区危险的感知[47]。本文主要关注
城市中心几类公共场所（娱乐、办公、购物、交通）对安全感的影响，采用的指标主要
有：娱乐设施（剧院、卡拉OK、俱乐部、网吧等）密度、商务楼宇（办公或商务大楼）
密度、购物中心与街市（百货大楼、大型商场、特色步行街等）密度、重要交通设施
（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分布。由于网格面积大小相等，指标中各类设施的密度或分布值
等于该网格中某类设施的个数，下同。

环境多样性主要涉及不同功能在同一空间单元的混合程度，参考已有关于建成环境
的研究[40-43]，采用土地利用多样性作为指标。作为对安全感的影响一直存有争议的讨论
点[48-50]，多样性也纳入本文考察的影响因素范围，其计算公式为：

Di =∑Sij × ln( )1 Sij ( j = 1, 2, …, 6) （1）

式中：Di为第 i个网格的土地利用多样性；Sij为第 i个网格第 j类土地利用功能的类型比
例，这里采用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衡量，根据功能将网
格范围内的POI分为 6类：居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工业、道路与交
通设施、绿地与广场，某类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占比的计算方法为：

Sij = Fij ∑Fij ( j = 1, 2, …, 6) （2）

式中：Fij为第 i个网格第 j类土地利用类型POI的数量占总体网格第 i类POI总数的比。
环境设计除了以往设计角度中的道路通达性外，还考察物质环境的营造，特别是视

觉上的设计对安全感的影响。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理论提出通过环境的营造设计可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而可防御空间
理论（Defensible Space Theory）则提出居住地周边环境的物质设计会影响犯罪发生率和
居民犯罪恐惧感的假设[51-52]。一些实证研究证明CPTED会对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起到正向
影响[53-54]，而像建筑高度、每层楼的户数、建筑面街窗户、篱笆栅栏、房屋维护质量、绿
植的可见度等具体的建筑或户外要素[5, 55-57]会影响到居民对风险的感知。本文主要考察中
心城区在路网结构、建筑体量、环境品质几个方面的设计对安全感的影响，采用的指标
有：道路交叉口密度、建筑基底面积占比、平均建筑楼层数、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
比、蓝色空间占比。其中建筑基底面积占比为每个网格中的建筑基底面积，描述水平层
面建筑分布的拥挤程度；平均建筑楼层数为每个网格中所有建筑层高的平均值，描述垂
直层面的建筑开发强度；天空开敞度通过街景图像分割获得，对每个网格取网格范围内
所有地点图片的平均值；绿色空间与蓝色空间占比分别为绿地和水系在每个网格中的占
地面积。

（2）社会与经济环境。这一维度主要考察社会经济水平对安全感形成的影响。在以
往社区安全感的研究中，生活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社区的居民可能由于周围基础设施
条件更差，存在较多的环境失序信号等而有更高的犯罪恐惧感[14, 58-59]。在城市公共区域层
面，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空间也可能对个体的安全感知产生影响。据此，本文采用复合
的社会经济水平指标进行衡量，该指标由高学历人群占比和平均租金标准化后相加得
到，前者为网格内拥有专科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后者根据广州市的房屋租金
参考价插值获得，网格的平均租金为栅格值的平均值。

（3）环境失序。这一维度主要考察城市环境背后的秩序性对安全感产生的影响。环
境失序或不文明现象理论指出，当区域内的社会秩序被缺少价值认同的人打破（表现为
一些失序要素的出现，如街头闲荡的青少年、嘈杂的邻居、乱涂乱画的现象、乱丢垃圾
等），失去了借用正式或非正式社会力量进行调节的能力，就会使个体产生脆弱感、焦虑
感及对特定对象的恐惧感[20, 29, 60]。一些研究发现，比起当地真实的犯罪情况，环境失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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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能引起人们的恐惧感[8, 61-62]。因此在以往社区层面的研究中，社区凝聚力、集体效能
等与社区内部稳定性和秩序性相关的概念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12, 63-64]。在城市公共空间领
域，这种社会秩序可能更多体现为环境的杂乱程度、人流的稳定程度、监管程度等。因
此，本文采用的指标有街道垃圾、分小时人流标准差、人口混合程度、警务设施密度。
其中街道垃圾通过街景图片识别获取，通过模型训练，可识别出每张街景中是否有垃圾
存在（有为1，否则为0），对于每个网格取所有图片地点的平均值。分小时人流标准差
通过手机基站数据获取，计算方法是每个网格内 24 h人口热力值形成的数列的标准差，
该值越大表示在该网格活动的人流越不稳定。人口混合程度主要考虑当地不同户籍人口
的混合情况，具体值采用当地外来人口占比。警务设施密度为网格内派出所、治安队、
公安局等的分布情况，用于表示警务监管强度。

以上指标中，各类功能设施和道路交叉口分布、蓝绿空间覆盖情况来自2016年百度
地图的POI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建筑基底面积与层数来自网络公开数据，街景图片为
百度街景图片，租金参考价来自 2016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房屋租金参考
价，手机基站数据采用2016年5月12—18日的某运营商手机热力数据的平均值，各社区
专科或本科及以上人群占比、外来人口占比来自广州市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融合，具体计算方法为：

i2016 = i2010 + ( )i2020 - i2010 × 6
10

（3）

式中：i2010和 i2020分别为利用六普和七普数据计算出的网格指标；i2016为两者融合后纳入模
型的变量值。
2.3 模型方法

研究样本对象为322个空间单元（网格），分3个不同收入人群、两种风险类型共构
建6个模型。模型因变量为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乘以选择该网格的总人数后四舍五入得
到的人数值，自变量为以上3个维度共16个指标的环境因素。由于经过全局莫兰指数检
验，6幅安全感地图的p值均小于0.005，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因此，自变量中
需要加入空间滞后项（相邻网格的选择人数的平均值）以控制空间自相关因素对模型带
来的影响。所有的变量均通过了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5。本文采用的模型
为负二项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中存在较多的零值，需要检验是否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
归。经过检验，3个不同收入群体及两种风险认知类型形成的6个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的Vuong统计量均为负数，因此采用标准的负二项回归。

3 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差异

在整体的空间分布方面。对3个群体校正活动地影响前后的安全感地图选择率分别
进行Friedman检验，p值均小于0.005（表3），证明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的
空间分布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而在成对比较中，对于被偷风险感知地图，低—中
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最高，而中—高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最低，在校
正活动地的影响后，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而中—高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
著性则降低。对于被抢风险感知地图，低—高收入群体间存在最显著的差异，而中—高
收入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校正了活动地的影响后，低—中、低—高收入群体间的
差异都变得更为显著。总体而言，中、高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的空间分布具有
一定相似性，而低收入群体与其他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最大的差异性，且活动地影响的控
制进一步拉大这种感知空间分布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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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空间分布方面（图2）。总
体而言，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被偷和被
抢风险感知的空间热点大体相似，3 个
群体共同有高被害风险感知的地区集中
在越秀老城区及白云区南部地区，具体
分布场所包括对外交通设施站点（火车
站、客运站）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
区以及旧的市中心商区。但被抢风险感
知空间热点相对更集中在新中轴线北部
附近，而被偷风险感知空间热点更集中于老城区以及海珠区的江南西商圈、海珠区西南
部东晓南—江泰路地铁站路段。从不同收入群体两种风险类型地图的分布差异上看，
中、高收入群体的风险认知热点更集聚于三元里周边、环市东商圈一带，其中结合六普
调查数据看，三元里周边地区是广州外来人口聚居的主要片区之一，人口流动性较大；
而环市东商圈则是广州早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以高端消费为主的商圈，同时，该地区也是
广州跨国移民较为集中的一个片区[65]。低收入群体的认知热点相比而言则更集聚在南部
海珠区的江南西商圈及西南部地区、以及新中轴线南端。其中江南西商圈是海珠区较大
的商圈，但规模与辐射范围与老城区的北京路—上下九商圈以及新城区的天河商圈相比
都较小，从POI构成上看，商圈内部的商务设施相对较少而餐饮、娱乐设施较多；海珠
区西南部的东晓南—江泰路地铁站一带主要位于海珠区南石头街道、瑞宝街道，作为广
州制造业集中的几处片区之一，在造纸、家用电器、纺织业等行业方面拥有着较多制造
业企业和园区[66]；新中轴线南端则分布着众多购物商场、写字楼，是新城区天河商圈一
处较为核心的地带。

4 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的环境影响因素及差异

各环境影响因素与被偷、被抢风险感知地图的选择人数之间的建模运算结果如表 4

所示，正向系数表示该因素对风险担忧程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即对安全感呈负向影响。

图2 校正后的风险感知地图
Fig. 2 Adjus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sk perception (by income)

表3 3组人群安全感地图Friedman检验显著性
Tab. 3 Friedman test of safety perception maps

of three income groups

3组比较

低收入—中收入比较

低收入—高收入比较

中收入—高收入比较

被偷风险感知地图

未校正

0.000

0.000

0.012

0.030

校正

0.000

0.000

0.002

0.037

被抢风险感知地图

未校正

0.001

0.011

0.002

0.595

校正

0.000

0.001

0.001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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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成环境

4.1.1 环境密度 功能设施密度对3个群体的影响存在一些共性的显著影响，如重要交通

设施会引起 3个群体被偷与被抢风险担忧。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设施作为人流量大、

人员成分混杂、周边功能繁多的公共场所，容易引起人们对犯罪事件的不安，而在安全

感地图中呈现高选择率的广州火车站也一度是抢、盗事件滋生的重点场所。虽然在2005

年后越秀区政府对该地加强了治安管制，并在犯罪打击上卓有成效[67]，但这一场合仍然

作为不安的意象停留在群众的感知中，体现出城市安全感知空间的营造除了治安管理外

还需要配合其他手段。

在3个收入群体的差异方面，除了重要交通设施分布外，其余的功能设施密度对高

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都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群体仅有被偷风险担忧受到娱乐设施密度

的正向影响；而娱乐设施密度较高、商务楼宇密度较低的空间则容易引起中收入群体对

被偷或被抢风险的担忧。在以往的研究中，娱乐场所、大型购物中心由于集中较多人

流、有较多犯罪机会，往往被视为吸引潜在罪犯的典型空间[68]，而在本文中，娱乐设施

密度对被偷担忧有正向影响，购物中心与特色街市则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前者往

往环境更加复杂、混乱，容易引发人们的担忧，而后者在犯罪机会较大的同时，可能由

于有更加统一的环境特征和更好的环境质量，因此对风险担忧的影响并不显著。以办公

功能为主的商务楼宇设施的密度则与风险担忧呈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商务写字楼的整体

环境、安保质量在人们印象中较好，从而减缓了对被害的担忧。而无论是娱乐设施还是

商务楼宇，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中收入群体）上，在本文已控制

了不同群体活动事实的前提下，这可能与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经验有关，高收入群体可

表4 环境要素对不同收入群体被害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
Tab. 4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risk perception of three income groups

环境密度

环境多样性

环境设计

社会与经济环境

环境失序

控制变量

AIC

娱乐设施密度

商务楼宇密度

购物中心与街市密度

重要交通设施分布

土地利用多样性

道路交叉口密度

建筑基底面积占比

平均建筑楼层数

天空开敞度

绿色空间占比

蓝色空间占比

社会经济水平

街道垃圾

分小时人流标准差

人口混合程度

警务设施密度

空间滞后项

低收入群体感知

被偷

0.046**

-0.020

0.005

0.463**

1.125***

0.008***

-0.017

0.053

3.638

-0.001

-0.026***

-0.027

-0.068

0.000

-0.381

-0.034**

0.393***

771.201

被抢

0.016

-0.022

0.000

0.494***

1.036***

0.006**

0.008

0.137***

2.407

-0.001

-0.024***

-0.097

0.751

0.001

-0.804

-0.026

0.224**

769.420

中收入群体感知

被偷

0.028**

-0.018**

0.004

0.397***

0.665***

0.002*

-0.007

0.013

2.694**

-0.009**

-0.017***

0.027

0.053

0.001***

-0.085

0.005

0.074***

1651.329

被抢

0.019

-0.020**

0.011

0.412***

0.712***

0.003**

0.000

0.031

3.733***

-0.008**

-0.016***

0.049

-0.343

0.000*

-0.101

0.007

0.074***

1596.701

高收入群体感知

被偷

0.009

-0.013

0.013

0.334**

0.252

0.002

0.021*

0.067*

3.820**

-0.008*

-0.018***

0.119**

1.568

0.001**

0.323

0.007

0.229***

1158.831

被抢

0.013

-0.014

0.008

0.401***

0.580***

0.002*

0.005

0.056*

2.685*

-0.005

-0.014**

0.047

1.622

0.000

0.279

0.001

0.209***

1122.68

注：*：p < 0.1，**：p < 0.05，***：p < 0.01；N=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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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于较大的活动范围，其风险担忧程度更不受具体环境功能的影响，而低收入群体与

中收入群体相比，可能更不常出入商务写字楼这样的环境，对这一类型的功能设施感知

程度不如后者，因此这一类功能设施的分布对其风险感知影响不显著。

4.1.2 环境多样性 土地利用多样性越高的空间，3个群体的被抢风险担忧程度都越高，

同时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担忧程度越高。多样性更高的城市空间提升了被害的恐

惧，这一结果并不符合 Jacobs提出的多样化、高活力空间能带来更多守卫者，从而增加

个体的安全感的观点[48]，但与以往的一些实证研究中发现的混合型城市空间对安全感呈

负向影响的结论相一致[12, 49]。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功能混合的空间带来了

更多访问当地的人群，从而为偷窃、抢劫的犯罪者提供了更多趁乱作案的机会，因而更

易被识别为风险空间。而高收入群体仅有被抢风险感知受到土地利用多样性的影响，可

能是由于这种高活力的空间对这一群体的犯罪恐惧感起到一定缓和作用，使其担忧程度

只在抢劫这一相对更属于正面冲突的犯罪场景下有所展现。

4.1.3 环境设计 交叉口密度对3个群体的被抢风险担忧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
担忧呈现正向影响，反映了较高的道路可达性会增强个体的被害担忧。已有研究发现交
叉口密度高、通达性好的地区可能由于更利于罪犯逃窜，而对抢劫与盗窃事件的发生有
正向影响[69]，本文结果进一步证明这一类型的环境特征会增加个体的被害恐惧感。而交
叉口密度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产生显著性较弱的正向影响，可能进一步反映了高
流通、高活力的环境能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一定的安全感上的正向效应。

在建筑体量相关指标上，建筑基底面积仅与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呈现正向相关，
而平均建筑楼层数仅对低、高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程度和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
正向影响。以往可防御空间理论相关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的建筑体量越大，居民对周边外
部环境的使用频率和控制程度则越低，从而会使个体犯罪水平和居民犯罪恐惧感升高[52]。
本文中建筑基底面积对被偷担忧的正向影响可能反映了在公共空间层面，建筑体量对外
部空间的挤占也会带来恐惧感的增加。而这种影响只反映在高收入群体中，可能是由于
该群体对公共空间的拥挤程度更为敏感。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建筑高度会对人的压迫感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提高人对反社会行为的感知[57, 70]。本文中建筑高度对部分人群
被害担忧的正向影响则印证了公共空间中的高层建筑会给个体带来一定的心理感知上的
负担，且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上。由于高层建筑往往与城市地
标形象[71]、较高的经济水平和较高的人口密度[72]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上的群体差异可
能反映了低收入群体对高层建筑环境的不适应性，以及高收入群体对于视觉压迫感较
低、较宽松的环境的感知需求。

在环境品质相关指标上，蓝色空间对3个群体的被偷及被抢担忧程度都起到了显著
减缓作用，绿色空间占比与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和中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程
度呈负相关，天空开敞度则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及被抢担忧程度呈正向影响。在以
往研究中，蓝色空间就被视为增进健康与幸福感的一种地理环境[73]，而绿植的可见度也
被发现能提高人的安全感知[56]。本文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蓝绿空间能对犯罪恐惧感起到缓
和作用，但其中绿色空间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主要集中在珠江河
涌的较为单一的蓝色空间，绿色空间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其影响感知的机制也较为复
杂。绿色空间除了反映环境品质，也可能成为犯罪分子躲避的空间从而给人带来不安全
感。而对于低收入群体，这种复杂性可能表征得更加明显，从而使影响不显著，背后可
能与其绿色空间接触经验相关。而天空开敞度在以往研究中作为街道视觉属性的评价指
标，用于探讨街道步行适宜性、街道活力水平等[74-76]。但对于不同类型街道该指标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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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含义，如研究发现对于晨间的生活街道，较高的天空可视面积会带来更多的人群活
力，但对于建设密度较大的商业街道而言，天空开敞度对活力则呈现负向影响[75]。本文
中天空开敞度与安全感的负向相关可能是由于开敞度较高的地方往往道路等级较高、路
面较宽，建筑、人群、植被等要素对街道的围合度较低，活力感较低，从而给人带来视
觉上的不安全感。但这种较高的开敞度对低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该群体
活动范围较小，活动经验更多与低等级的道路相关，从而对这一要素的感知程度不如其
他两个群体。
4.2 社会与经济环境

社会经济水平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感知有显著性影响，环境的社会经济水平
越高，该群体被偷担忧程度越高。在一项研究儿童安全感的研究中发现，居住在富裕社
区的儿童对城市中心的安全感知程度要低于那些居住在贫困社区的儿童[36]。本文研究结
果呈现出相似的结论，即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中心环境有较高
的不安感，而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该指标虽然不显著相关，但方向相反。这可能是由于
这样的环境集中了更多偷窃事件的犯罪目标，而高收入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倾向于将
自身视为潜在受害者，从而担心被偷，低收入群体则反之。
4.3 环境失序

街道垃圾对3个群体的被害担忧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在范围较大的公共场所
层次，街道垃圾对个体产生安全意象的影响相对较弱。在人流稳定程度上，分小时人流
标准差仅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和中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起显著正向作用，而不
同户籍人口混合程度对3个群体的风险担忧程度都没有显著影响。即在公共空间中，一
个地区活动人流的不稳定会引起一部分群体的不安全感知，但不同户籍类型居住人口的
混合程度则与个体的安全意象无显著相关性。这与过去社区水平的研究中外来人口占比
与安全感呈负相关的结果呈现差异[49]。这一结论反映出相比居住人口，个体对公共空间
的安全意象更多源自活动人口的稳定状态，活动人流较不稳定的空间可能集聚了更多只
是在此短暂停留或经过的“陌生人”，难以形成一定的守卫作用，从而带来感知层面的不
安全感。而分小时人流标准差对低收入群体则没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体现了不同收入
群体对于这种人流不稳定性具有不同的风险认知。此外，警务设施密度仅对低收入群体
的被偷担忧有负向显著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警务设施被视为当地“可被观察到的”
警力组织的象征[77]，本文结果表明，警务设施作为公共空间中社会秩序的监管意象在低
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感知上起到了减缓作用，而在中、高收入群体中没有显著影响。这
可能反映了在被偷风险这个维度，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倾向于从环境的监管力量中寻
求支持，但在抢劫这种更偏正面冲突的风险下，环境监管要素则不具有这种减缓效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通过安全感地图的方法调查了广州市不同收入群体对于中心城区被偷和被抢风

险感知的空间分布情况，在此过程中通过对选择率进行直接标准化校正了活动空间对于
感知空间的影响，并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探讨了环境因素
对两种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

（1）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安全感空间分布方面：3个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
分布存在一定的共性。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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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商圈被3个群体均识别为高风险感知区。同时，3个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
间分布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且低收入群体与其他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其
中低收入群体的高风险感知区更集中于娱乐餐饮为主的南部商圈江南西、制造业较为集
中的海珠区西南部区域，以及写字楼、商场分布密集的新城区商圈核心地带珠江新城—
花城广场一带，而中、高收入群体的高风险感知空间则更集中于人口相对混杂的三元里
地区，以及早期以高端消费为主且国际移民集中的环市东商圈一带。

（2）在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的环境影响方面：从环境影响的共性上看。重要交通设
施的分布会增加 3 个群体被偷与被抢的担忧程度，而蓝色空间则会减缓这种担忧，此
外，土地利用多样性和道路交叉口密度则会增加3个群体的被抢担忧程度。

从环境影响的差异上看。建成环境方面，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
度主要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其中娱乐设施密度会增加被害担忧，而商
务楼宇密度则会减缓担忧；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主要影响中、高收入
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其中天空开敞度与被害担忧呈现正向相关，而绿色空间则与被害
担忧呈现负向相关，建筑基底面积占比与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正相关，平均建
筑楼层数则主要会增加低、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社会与经济环境方面，社会经
济水平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正向影响。环境失序方面，分小时人流标准差
所代表的活动人流稳定程度主要影响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人流流动越不稳定，
被害担忧程度越高；警务设施密度则仅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
5.2 讨论

本文首先识别出了一些易引起公众不安的城市中心场所，如火车站、客运站、旧城
商圈等，也识别出了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一些共性因素，如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
分布、土地利用多样性、道路交叉口密度等。可以看出，功能繁忙、流通性高的空间易
成为公众较普遍的风险感知意象，这些场所的真实犯罪情况可能与安全感知并不完全匹
配，但市民仍然容易对这些空间产生某种风险预期。因此，除了增强对特定场所的治安
管理，政府还可通过形象宣传与塑造，地方环境的改造设计等方式，营造更为安全舒适
的空间，使城市居民能享受更加安全友好的生活环境。

其次，本文识别出一些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性的风险感知空间地区，反映了城市中不
同收入群体差异化的安全感知场域。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形
成背后不同的环境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在解读城市环境、形成安全意象时
确实存在着差异化的解读逻辑。这反映了部分环境要素对安全感的产生呈现出的非线性
影响，背后可能是不同收入群体基于活动经验、认知观念而产生的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的
不同感知心态。如高收入群体可能由于活动范围较大，其安全感知的形成对不同城市功
能空间不太敏感，而是与环境设计更加相关，相比之下，中、低收入群体可能更倾向于
针对环境功能形成某种较为固定的风险意象。同时，低收入群体可能在认知上更加依赖
社会监管力量形成的支持，因而监管机构的设置会缓解这一群体的被害担忧，而高收入
群体则更倾向于将自身视为潜在目标，从而将环境中不稳定的要素（如活动人流）视为
风险要素，并在与活动经验相似的高社会经济水平的环境中产生不安感。这一结果为安
全感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提供了实证补充，可为后续城市安全感的测度和优化将人群差
异纳入考虑提供理论参考，如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形成的社会区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
环境设计和治理：针对低收入群体集聚的区域，可针对特定功能场所进行定点的环境优
化，并加强当地监管队伍的建设；针对高收入群体集聚的区域，可更注重部分环境设计
要素的改进等。同时，这一结果也为未来探讨个体—环境认知交互机制的群体差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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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理论基础，进一步研究可关注这种感知背后的具体作用机制，从而能通过城市规
划和管理有效营造一个公众共享的安全城市。

此外，本文通过安全感地图的方式调查了群体对公共空间的安全感知分布格局，通
过网格划分能叠加环境变量便于定量分析，同时通过空间格局的探讨可使安全感治理更
加精准化。但这一方法主要针对的是片区式的空间感知范围，而个体的风险感知形式还
可能是具体的点或线等，本文考虑到个体读图能力的偏差性以及结果的可比性，对采集
标准进行了统一和简化，在未来的地图调查中，可考虑通过进一步的访问采集不同形式
的风险感知对象，以便更好地理解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形成原因。

本文在数据采集、指标选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受问卷填写能力及主要研
究对象等的限制，本文只调查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② 受地图图面信息及读图者能力
差异的影响，个体实际上圈画的是“该个体所知道并能在地图上识别出来的空间中最不
安全的几处地点”。因此采集到的安全感知实际上与其它意象感知有所混杂，未来研究需
考虑从底图的制作方面控制这种差异性。③ 网格大小的划分只采用了一个水平层次，而
环境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可变面积单元（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的问
题，在未来的调查中可多划分几个大小层次验证变量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在个体活动
空间的界定上，由于仅考虑了居住点和工作地两个端点，所刻画出的活动范围可能与真
实活动范围有一定偏差，进一步研究还应将常去的休闲点纳入考虑。④ 本文数据采集于
2016年，是对常规场景下个体与环境间感知互动的探讨，而近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影响，个体的行为可能发生改变，其对场所的感知也可能发生变化；随着在线支付的日
益普及，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城市犯罪类型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上述因素使个体安全感
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可能有所变化，未来研究可增加更多安全感的维度，探讨疫情和数字
化等影响下环境与安全感之间的关联是否发生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持续性。

致谢：感谢柳林教授、宋广文博士以及龙冬平博士在本文数据采集中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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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p of urban safety perception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Income-based contrasts

LIAO Yitong1, 2, ZHOU Suhong1, 2, XIAO Luzi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Security and Disaster,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of GeoInformatics for Public Security,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As people's needs shift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level, the safety
perception of cit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meanwhile, there 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can help to respect and
meet diverse nee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safety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ir home area, while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safety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utside their residential area. Besides,
how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ir safety perception maps is
unclear. Based on current deficiencies, a survey including 1149 participants was carried out in
central area of Guangzhou to collect different safety perception maps of three income group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tes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l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built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dis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ong- distance transport facilities such as railway
station and coach station, the junction area of Guangzhou-Foshan, and business districts in old
city are all marked as high- risk perception area among three income groups. (2)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of the three income groups,
among which the safety perception map of the low- income group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wo other groups. (3)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transport facilities, blue space, land use diversity and intersection dens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afety perception map of all income groups. (4) Density factors such as density
of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ense of
safety of low- and medium-income groups. Design factors like sky openness and green space
proportion have more impact on the median- and high- income groups.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disorganization factors (e.g., density of police station
and instability of passenger flow) present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income groups.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afety environment,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image, as well as for humanistic and detailed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ublic space; safety perception map;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nvironmental
impact;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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